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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u Xinian

傅熹年 建筑历史学专家 。 １９３３ 年 １
月 ２ 日出生于北京 ，原籍四川省江安县 。 １９５５
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。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研究
员 。 五六十年代先后为梁思成 、刘敦桢教授助
手 ，进行中国近代和古代建筑史研究 。 以后重
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和宫殿坛庙等大建筑群的

规划 、设计手法及建筑的设计规律 ，揭示出中国
古代城市以宫城 、里坊为模数 ，大建筑群以主院
落为模数 ，单体建筑以所用材和柱高为模数等
一系列模数规律和建筑比例的设计方法 。发现
宫殿坛庙等大型建筑群在规划时用标准方格网

控制尺度和相互关系 ，并把主体建筑置于建筑
群几何中心的手法 。 利用已掌握的模数规律 ，
对西周 、战国 、唐 、宋 、金 、元一系列建筑遗迹做
复原研究 。 发表论文近 ３０ 篇 ，出版枟傅熹年建
筑史论文集枠 。 １９９４ 年完成枟三国两晋南北朝
隋唐五代建筑史枠的撰写 ，２０００ 年撰成枟中国古
代城市规划 、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枠
专著 ，均已出版 。 １９９４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
院士 。

我祖籍四川江安 ，１９３３ 年 １ 月出生于北京
一个有深厚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家庭 ，自小时
就受到这方面熏陶 。 上高中时 ，在枟新观察枠和
枟文物参考资料枠上读到梁思成先生介绍中国古
代建筑和北京城的文章 ，十分倾慕 ，认为这是传
统文化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结合点 ，遂有
志于此 ，于 １９５１ 年考入清华大学营建系 。

１９５６年 ３ 月毕业后 ，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土

木建筑研究所工作 。同年 ９ 月被派到清华大学
建筑系与土木建筑研究所合办的 、由梁思成先
生领导的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工作 ，实现了
研究中国建筑的夙愿 。 １９５７ 年春被派为梁思
成先生助手 ，协助梁先生进行枟北京近百年建筑
史枠专题的研究工作 。 这样 ，就有机会登门向梁
先生汇报工作 ，直接得到他的教诲和指导 。 梁
先生的亲自示范 、细心指导 、严格要求 ，给我以
极大的教益 ，终身难忘 。

１９５８ 年初 ，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撤销 ，
人员转入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历史

研究室 。 但我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被划为右派 ，
遂自 １９５９ 年春起在建工部农场劳动 ，１９６０ 年
秋摘帽后回建筑历史研究室工作 。在劳动期间
我设法通读了枟资治通鉴枠和枟营造法式枠 ，对古
代史和古代建筑有了初步的概念 。

１９６１ 年开始参加“浙江民居”的调查研究
工作 。 当时的方针是从设计角度去总结浙江民
居的特点和优点 ，以写生钢笔画和实测图的方
式表达 。 浙江民居组的十余人辗转于山区水
乡 ，画了数百幅表现民居设计手法的写生画和
实测图 ，随后编成在当时颇有新意的专著枟浙江
民居枠 。 １９６３年下半年起又用同样方法开展了
福建民居的调查 。 通过参加民居的调查 ，我对
民间建筑文化传统有了深刻的认识 ，而大量写
生也提高了我的建筑绘画和制图水平 。 我平生
最佩服梁先生的铅笔速写 ，按他的方法和风格
实地练习作民居和古建筑写生 ，使我受益匪浅 。

自 １９６３ 年上半年起 ，我参加了刘敦桢教授
主编的枟中国古代建筑史枠的工作 ，主要任务是
制图 、核查资料和编写注释 。 因近年发现建筑
遗址颇多 ，刘敦桢先生要求我做一点遗址复原
研究供参考 ，遂先后做了唐大明宫含元殿 、玄武
门等的复原研究 ，绘成复原图 ，得到刘先生的指
导和鼓励 ，也开启了我对复原研究的兴趣 。 我
还向刘先生请教枟营造法式枠问题 ，竟蒙刘先生
慨然允许把他自己的手校故宫本和手批本让我

转录 ，为我以后研究枟营造法式枠打下基础 。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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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敦桢先生身边工作 ，刘先生对建筑发展的精
辟见解 、深厚广博的文献研究 、对学生循循善诱
的指导 、严格而具体的要求 ，使我对建筑史研究
的方法 、途径有了更深的认识 ，也有了一点点
信心 。

１９６５年开展“四清运动” ，建研院被迫撤销
了“宣扬封 、资 、修黑货”的建筑历史研究室 ，大
部分人员分配外地 。 幸运的是 ，两位主任梁思
成先生 、刘敦桢先生虽无力阻止 ，但提出希望有
几个人最好能保留其专业 ，其中竟有我的名字 ，
因此我得以暂时留下 。

“文革”中我做了三年水暖工 。 １９７０ 年分
配到甘肃天水的建筑公司工作后 ，工余研读枟营
造法式枠 ，也会偶有收获 ，如对殿堂型构架可分
解为上中下三层 、厅堂型构架由若干道构架横
向拼合成 、应县木塔构架分层等的研究和分析
图等都是这时完成的 。

１９７２ 年夏 ，我被借调回北京参加筹备出国
文物展览的画图工作 ，得到一次难得的重拾旧
业的机会 。 除画图外 ，还根据考古实测图对北
京元代建筑遗址和唐含元殿遗址等绘制了复原

图供国外展出之用 ，以后撰成论文在枟文物枠上
发表 。

１９７２ 年以来 ，建委建筑科学研究院开始恢
复建筑史研究 。 当时室内诸公都有意要我回来
工作 ，但因我的“摘帽右派”身份 ，在当时形势下
不能如愿 。 到 １９７５ 年初搞“评法批儒” ，在向谷
牧同志汇报情况时 ，建筑科学研究院袁镜身院
长和与会诸公趁机向谷牧同志提出 ，竟得到批
准 ，我才得以于 １９７５ 年 ３月重回建研院参加建
筑史研究工作 。 历史室主任刘祥祯在“四清”时
即因“重用右派”受到批判 ，袁镜身院长和我此
前从未谋面 ，却肯向谷牧同志提出 ，说明他们为
了开展工作 ，竟甘冒一定政治风险 。 这给我极
大震动 ，使我感到必须加倍努力工作 ，力争做出
成果 ，才能不辜负这些老前辈 、老领导的一番心
意 ，这成为以后经常督促我工作的重要动力
之一 。

重返历史室后 ，我在参加编写大百科全书
建筑卷的同时 ，也做了一些具体研究 ，如通过对
岩山寺金代壁画的研究考证了宋元宫殿的特

点 ；在调研了福建 、浙江 、江苏的宋元遗例后 ，发
现日本“大佛样” 、“禅宗样”建筑源于宋元时福
建 、江苏 、浙江的地方式样 ；根据元代文献中的
数据对元大都的宫殿进行了复原研究 ；在考察
日本古建筑后发现很多方面反映了我国南北朝

隋唐建筑特点 ，可以补我国建筑史料之不足 ，这
些都陆续撰文发表 。

１９８８ 年开始承担五卷本枟中国古代建筑
史枠第二卷三国至五代建筑史的编写工作 ，同时
也开始更多地考虑建筑史研究的发展进程和自

己的努力方向 。 我觉得应开始从更广的 、综合
性的方面进行探索 ，遂选择了形成中国古代建
筑突出特点的单体建筑设计 、群组布局和城市
规划等问题进行研究 ，但这只能从有精确图纸
和数据的实例开始 ，研究范围受到一定限制 。

我利用北京市 １／５００ 实测图进行探索 。首
先发现北京城东西宽为紫禁城宽的 ９ 倍 ，南北
深为其 ５畅 ５倍 ；再以紫禁城面积在北京城图上
画网格 ，发现与若干纵横干道重合或相近 ；这表
明宫城面积与都城间有模数关系 。

在利用枟北京中轴线建筑实测图枠对北京的
宫殿坛庙大建筑群进行探索时 ，发现紫禁城内
各主要宫院均以内廷主建筑群“后两宫”的面积
为模数 、天坛在始建时以大祀殿下的土台之宽
５０ 丈为面积模数等共同特点 ，表明在有特殊意
义的重要大建筑群布局中 ，往往以主建筑群为
面积模数 。同时 ，还发现这些建筑群组都是以
一定尺度的模数网格为基准进行布置的 ，如紫
禁城内大 、中 、小建筑群组和太庙 、社稷坛等分
别用方 １０ 丈 、５ 丈 、３丈网格为布置基准 。 在对
大型建筑群组布局的探索中又发现了把主体建

筑置于地盘的几何中心的布置特点 。
这样 ，利用较准确的 、附有数据的实测图 ，

发现了明清时在都城规划和大型建筑布局方面

的一些通用的手法和规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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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单体建筑设计方面 ，通过对大量实测图
的分析发现 ，在剖面设计上 ，宋代以前 ，进深四
椽建筑的脊高为下檐柱高的 ２ 倍 ；元代以后发
展为进深六椽建筑的脊高为下檐柱高的 ２ 倍 ；
现存绝大部分建筑都符合或接近这个比例关

系 。 在用作图法对立面进行分析时 ，又发现通
面阔基本是下檐柱高的倍数 。 综合这两种现象
可知 ，下檐柱高在剖面 、立面设计上起关键作
用 ，是它的扩大模数 ，这有助于保持各建筑间的
谐调 ，也可简化设计 。

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 ，２０００ 年完成了“中
国古代城市规划 、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
研究”专题研究 ，证明至迟自南北朝起 ，我国就
形成一套不断发展完善的用模数和模数网格控

制规划 、布局和设计的方法 ，可保持城市 、建筑
群 、建筑物的统一谐调并对共同风格特征的形
成 、延续与发展起重要作用 ，在当时有较高的科
学性 、实用性和先进性 。 但这只是就现有材料
所做的初步的探索 ，还需要扩大范围 ，在更精密
的测图 、更完整的数据的基础上做分项研究 ，进
一步深入 、广泛地探索其方法和规律 。

通过这些工作 ，又使我逐步看到古代规划
和建筑上的这些特点与规律的形成除技术层面

上的问题外 ，也和古代哲学思想 、伦理观念 、礼
法制度 、文化传统 、艺术风尚 、生活习俗 、宗教信
仰等人文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。 如都城以宫城面
积为模数 ，皇宫内大小宫院以皇帝的寝宫面积
为模数等特点体现了皇权涵盖一切 ；各建筑群
组均使主建筑居地盘中心 ，则体现了“以我为中
心” ；对很多群组布局形式 、建筑形式 、建筑装饰
和色彩的使用加以严格的限制 ，体现了社会上
森严的等级制度 。这些都表明社会人文因素与
中国古代建筑基本特点的形成有极重要的关

系 ，应该探讨它们如何影响中国古人的建筑观
（拓展开来则是人居环境观） ，以及形成建筑审
美趣味并进而影响和控制古代建筑的发展进

程 。 这项工作将使我们对影响古代建筑发展的
因素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，进一步了解我国独特

的建筑体系得以形成和长期延续的原因 ，把我
们对古代建筑发展的认识提到理论高度 。 我曾
计划在这方面进行研究 ，可能是因为题目中有
“社会人文因素”字样 ，有关方面“不予支持” ，只
能暂时搁置 ，等待机会 。 自 ２００３ 年开始 ，我接
受了卢嘉锡先生主编的枟中国科学技术史枠中建
筑卷的撰写任务 ，历时三年 ，于 ２００７ 年完成 ，全
文 ５３万字 ，近 ７００ 幅图 ，是一部侧重于建筑技
术的古代建筑通史 。

回顾五十年的工作经历 ，我感到在“文革”
前 ，研究建筑历史实近于一种“高危行业” ，随时
可以由“总结历史遗产”变成“宣扬封资修黑
货” ，我所画的民居图就曾被指责为“为地主画
变天账” ，还有过两次解散研究室的经历 。 但我
并不后悔 ，因为通过深入的接触 ，我深刻认识到
我国的建筑历史遗产是优秀的 、在世界上独树
一帜的 ，体现了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先
民的奋斗历程 ，只要我们努力工作 ，正确阐扬 ，
它终将得到正确的评价 ，并成为人类共同历史
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。这在改革开放以后已成为
现实 ，我以能从事这方面工作为荣 。 但我同时
也深感建筑历史是一门广博高深的学科 ，分支
众多 ，需要几代人不懈的努力 。 我自己能力有
限 ，能在这一领域做一点工作 ，很重要的是机
遇 。 机遇之一是有幸能直接在梁思成先生 、刘
敦桢先生指导下工作过一段时间 ，在做学问的
门径和方法上得到指导 ，在严格 、严肃的学风上
看到典范 ，立志要继承他们的工作 。 其二是能
在很特殊的情况下 ，受到各级领导的破格关怀 ，
得到极为难得的研究建筑历史的机会 。 除了对
这一专业本身的热爱外 ，这两点是我发奋不懈 、
努力工作的重要动力之一 。 现在我虽年逾古
稀 ，仍要不忘师长的教诲引导 、老领导的关怀鼓
励 ，抓住这难得的机遇 ，在梁思成 、刘敦桢二位
老师开拓的道路上继续奋进 ，在总结和阐扬古
代优秀建筑传统方面力争多做些工作 。

除了研究建筑历史外 ，我业余也从事中国
古代文化和艺术研究 。 首先 ，出于对家庭的责
·５１４·



土木 、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 傅熹年

任 ，我整理出版了祖父关于古籍版本目录学的
遗著 ４ 种 ，又整理出版了父亲关于古代玉雕艺
术的著作二种 。 此外 ，由于我本人对中国古代
书画的兴趣 ，并曾参加全国书画鉴定组的工作 ，
在古代绘画史方面也进行了一些研究 ，论文编
为枟傅熹年书画鉴定集枠出版 。 积以时日 ，我本
人业余对古籍版本目录学 、古代玉雕艺术和中
国古代书画等方面都进行过有一定深度的研

究 ，近于形成了第二专业 ，因此 ，自 １９８２ 年起先

后被聘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

员 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，国家图书馆顾
问 。 ２００５ 年起又被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
主任委员 。由于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是一个互
相关联的整体 ，在基本特点 、历史背景 、发展进
程乃至研究方法上都有某些可以互通之处 ，这
些业余的研究对建筑史研究也有一定助益和启

发的作用 。但我仍坚持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
为主业 ，令其他方面处于业余和次要的地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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